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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区域水资源总量限制的情况下， 水权交易作为解决当今世界严峻水资源危机的重要手

段之一， 已在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实践。 水权交易改变了水资源的时空配置， 对水生态和水环境产生有利或不利

的影响， 然而关于水权交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尚未有系统的梳理。 总结了水权交易对水资源系统影响研究的

主要发展历程， 着重论述了水权交易对水资源系统影响的 ４ 个重点研究方面： 可交易生态环境水权的研究、 水权交

易对水量、 水生态、 水环境影响的研究。 未来应当加强水权交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定量研究， 进一步提升水权交

易对水质、 地下水、 退水、 陆生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 明确不同交易类型的不同影响， 还应考虑不确定性因素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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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对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 在中国北方及世界其他干旱、 半干旱等水量型缺水地

区， 有限的水资源已经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 在区域或行业用水指标受到严格控制、 初始水权

已分配的情况下， 应用水权理论对水资源进行有效配置， 建立水权交易市场， 引导水资源向高效益、 高效率

方向转移， 是解决这一影响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的有效途径［１⁃２］。
水权理论起源于国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美国、 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逐步建立了水权交易机

制。 中国自 ２０００ 年水利部首次提出水权理论以来， 水权及水权交易理论和实践在中国迅速兴起， 并取得许

多成功经验。 中国很多学者探讨了水权的内涵与法律依据、 交易的模式和模型、 交易的制度框架与保障机

制、 试点工作的经验与不足等［３⁃５］。 国内外对水权水市场的经济社会影响也有较多研究［６⁃８］。 然而， 关于水权

交易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却相对滞后。 在国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随着水权交易实践的推进和人们对环保的

关注， 对生态环境水权、 水权交易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 相对于国外， 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较

少。 ２００７ 年有学者分析了宁夏、 内蒙古两地水权转换试验区的监测效果［９⁃１０］， ２０１２ 年两地开展了水权转换

的水资源影响后评价［１１］。 总体而言， 中国对水权交易的经济社会效应关注较多， 对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严

重不足。 通过市场交易机制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问题将是今后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手段［１２］。 ２０１４ 年水利部将

水权市场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开展， 但目前中国水权交易工作尚未大规模展开， 必须重视和预判水权交易

对资源、 环境、 生态产生的影响。 因此， 探讨水权交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十分必要。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水权交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理论与实践， 分别介绍了生态环境水权以及水权交易对水

量、 水生态、 水环境影响的研究进展， 指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展望今后需加强研究的重要方向， 为水

权交易及其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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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水权交易对生态环境影响研究的发展历程

学术界尚无 “水权交易” 的统一定义。 本文探讨的水权交易外延较广， 一般认为水权内容的变化和水

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转， 包括水权转换、 水权转让、 水权租赁等形式的交易都是水权交易［１３］。
由于水资源的负外部性， 每个水资源利用主体对于水资源的利用都会对其他利用主体产生不利影响［１４］。

农业向工业转换水权， 水权交易的水量、 期限等来水条件改变， 直接对灌区农业生态造成影响， 同时水权变

化反作用于径流， 进而影响下游河流水文过程， 因此， 水权交易将会导致显著的自然环境外部性［１５］。 从研

究进程看， 水权交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可以归纳为 ２ 个阶段： 研究初期和研究发展期。
（１） 研究初期（１９８０ ｓ—２０００ ｓ 初期）
对水权交易影响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当时对生态环境影响作为外部性或第三方影响的一部分来研

究。 ８０ 年代， 美国［１６］、 澳大利亚［１７］、 智利［１８］等国先后建立可交易水权机制， 对第三方无害是西方国家在

建设和管理中的重要原则［１９］， 环境作为第三方在可交易水权机制的建立过程中被纳入考虑的对象［２０⁃２１］。 ９０
年代， 河道鱼类生存环境受到威胁、 生态需水压力突出、 环境压力增大， 水权交易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开始引

起人们的重视［２２］。 这一时期， 以政策制定者、 经济学界、 法学界对水权交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定性探讨为

主［７］， 从自然科学研究的角度定量探讨生态环境影响的不多， 并且缺乏有效的评估方法， 未能对水权交易

的环境影响作出科学评价［２３］， 因而其生态环境问题的改善效果不明显。
（２） 研究发展期（２０００ ｓ 初期至今）
２１ 世纪初期以后， 研究人员开始系统地开展水权交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定量化研究。 研究人员注意到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实施了水权交易后一些区域的生态状况甚至出现了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如水体中鱼类减

少、 灌区水盐平衡发生改变、 部分河段水质恶化等问题［２４⁃２６］， 有不少环境、 生态水文研究人员开始运用线

性规划、 模拟模型等方法对生态环境受到的影响进行定量评估， 取得了一定成果。 相对于研究初期阶段， 这

一阶段的相关研究成果显著增加。 当前， 水权交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仍处于这一阶段， 政策制定者、 经

济学界、 法学界对水权交易影响仍有很多研究， 相对而言， 环境、 生态、 水利学者的研究成果仍然偏少， 未

能形成系统、 全面、 成熟的评价体系， 水权交易对自然环境的作用机理、 影响程度及应对措施等研究仍处在

探索中。

２　 水权交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重点研究领域

水权交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过程可分为 ３ 个阶段： 市场交易阶段、 实体水受影响阶段以及生态环境受影

响阶段（图 １）。 第一阶段是市场化交易行为， 涉及生产生活用水水权内部交易及其与生态环境水权之间的交

易， 交易的价格、 水量、 期限等决定着实体水配置的过程和方式。 第二阶段， 交易后实体水进入灌区或工业

等用水户， 河道和地下的水量、 径流过程和蒸散发量都发生改变； 部分缺水用户取得水权后， 垦荒或转种经

济效益更高的作物， 土地利用方式随之改变； 或者农业用水转向工业用水， 农业用水减少， 工业用水增加。
第三阶段， 水资源量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水量平衡， 使河道中营养物质和盐分含量、 地下水

水盐平衡受到影响， 从而对水环境、 水生态以及陆生生态产生影响。
２ １　 可交易生态环境水权的研究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 可交易的生态环境水权以及明确的生态环境水权购买主体是实现

市场化水资源配置、 保证良好生态环境的必要条件。 中国学者常用的 “生态环境水权” 或 “生态水权”， 其

含义一般指用于满足重要生态过程和重要生态系统或生态类自然保护区最低数量和适当质量的用水需求的水

权［２７］， 国外研究一般表述为 “河道内水权（ 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ｗａｔｅｒ ｒｉｇｈｔｓ）”、 “环境水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ｉｇｈｔｓ）”
等， 其含义一般为满足河道最小生态需水和娱乐、 美学价值等的水权［２８⁃２９］。 可交易水权制度建立之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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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水权交易对水资源、 生态、 环境影响示意

Ｆｉｇ １ Ｆｌｏ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们对生态环境保护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 但是这时满足生态需水的要求为政府的强制规定， 河道内水权无法

参与市场交易。 １９８７ 年， 美国俄勒冈州允许各种公私机构为河道购买和转换河流水权， 标志着市场机制开

始参与生态需水的保障［２２］。 在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干旱地区， 同农业、 城市居民、 工业等部门一样，
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参与水权交易， 生态环境水权已成为可交易水权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２２，３０］。

世界上最早引入生态环境水权交易的地区是美国的哥伦比亚河流域和澳大利亚的墨累⁃达令流域。
Ｇａｒｒｉｃｋ 等［３１］提出了一个在市场分配环境水权条件下的影响水政策实施的概念评价框架， 对上述两个流域的

水政策的异同和优缺点、 制度障碍等进行了分析， 认为生态环境水权的交易在生态需水分配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Ｉｆｔｅｋｈａｒ 等［３２］研究了市场竞争中政府购买生态环境水权行为的预期效果， 为政府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政

策建议。 在澳大利亚， 学界和政界普遍认识到生态需水的保障力度和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之间的密切关系，
政府在保障生态需水的政策、 水市场建设方面进行了诸多实践和探索， 在考虑生态环境的水权建设方面走在

了世界前列。 ２００４ 年通过的 《国家水计划政府间协议》 和 《解决墨累⁃达令流域水过度分配和实现环境需水

协议》 促进政府以回购方式在水市场中买进生态环境水权［１７］， 标志着澳大利亚政府正式成为生态环境水权

的实施主体。
随着生态环境水权的不断实施， 人们开始关注水权交易主体在水权市场中购买生态环境水权的行为对水

市场的影响， 如澳大利亚已经有相关研究探讨不同市场行为下水权交易主体与生态环境水权的相互影

响［２５，３３⁃３４］， Ｔｉｓｄｅｌｌ［３５］研究了环境水权代理行为对水权交易价格、 数量的影响， 这些研究为生态环境水权的政

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
２ ２　 水权交易对水量的影响研究

水权交易的交易期限、 许可水量、 交易方式和数量等因地而异， 对水资源系统的影响表现为水资源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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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配置发生变化。 当前有不少水权交易对水量变化影响的研究， 通过统计分析、 模型模拟和线性规划等方

法， 研究水权交易对地表或地下径流过程、 水位及退水的影响。
（１） 水权交易对地表径流影响的研究　 不同类型水权交易的取用水过程不同， 以水资源使用效益最大

化为目标的水权交易改变着原排水、 退水过程， 改变着地表径流补给和排泄的时空规律。
产业内部、 产业之间的水权交易具有不同的影响效果。 Ｔｉｓｄｅｌｌ［１５］建立的水权交易对环境影响的线性规划

模型表明在农业内部的水权交易中， 受让方比出让方更倾向于种植利润率更高的作物， 同时作物生长需水有

特定的季节要求， 从而导致区域内河道取水量在时间分布上的不均匀， 原河道径流过程也会发生相应的变

化。 中国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实施了水权转换， 即在灌区通过砌护渠道及改造节水工程减少渗漏， 从而将农业

节约的水资源转换给工业。 冯平和司建宁［９］、 姜丙洲等［１０］ 分别监测试验了宁夏灌区、 内蒙古鄂尔多斯灌区

的水权转换效果， 试验结果表明水权转换实施后渠道渗漏量减少近 １ ／ ２， 渠道水平均流速提高 １２％ ～ ２５％。
对宁夏、 内蒙黄河干流水文站的监测显示， 实施水权转换后两区黄河径流量有增加趋势， 但是由于转换水量

远小于总径流量， 且难以剔除水权转换以外因素对径流变化的影响， 因此转换对干流的影响尚不易察觉［１１］。
相较于灌区尺度， 在更大空间区域内（例如流域尺度）， 水权交易对干支流、 上下游水文影响的相关研

究不多。 澳大利亚国家水务委员会在这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探索： 为评估墨累河流域水权交易对水文水资源

的影响， 设置了 “有水权交易”、 “无水权交易”、 “天然状态” ３ 种情景， 基于大量监测数据分析流域干支

流的径流过程和径流量的变化， 研究表明， 水权交易促使水资源向水系下游移动， 部分支流水量在水权交易

的影响下有所增加， 但是与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方式的改变及气象干旱造成水量减少的影响相比， 这种增加带

来的影响远小于后两者［６］。
（２） 水权交易对地下水量影响的研究　 一方面， 相较于地表水， 地下水埋藏深、 不易监测； 另一方面，

各地区可交易水权涉及不同类型的水资源， 如美国既包括地表水也包括地下水， 且地表与地下水之间的水权

交易政策规定有所区别［３６］， 而智利、 墨西哥等国可进行交易的只有地表水资源［１８，３７］， 因此， 对地下水影响

的研究不足， 仅限于对水位影响的研究。 中国宁蒙地区先期试点水权转换， ２００７ 年冯平和司建宁［９］ 对宁夏

水权转换地区的监测试验表明， 在渠道放水初期， 渠道周围地下水水位上升幅度由砌护前的 ９ ～ １０ ｃｍ ／ ｄ 下

降为砌护后的 ４～５ ｃｍ ／ ｄ， 张会敏和黄富贵［３８］对宁夏引黄灌区的研究表明， 实行水权转换的灌区地下水水位

将下降 １ ５％～１ ９％。 澳大利亚实行水权交易制度后， 公众更倾向于利用未纳入水权交易管理的地下水资

源， 导致地下水位下降， 常规地表水资源减少， 河道出现断流［３９］， 而向靠近取水口的扬水灌区交易水权，
灌溉后容易抬高该地区的地下水位、 增加地下径流［６］。

（３） 水权交易对退水的影响研究　 对退水的影响是水权交易制度决策者重点关注对象之一。 水权交易

中各水权使用主体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改变地表径流、 灌区排水和地下水出流过程， 从而影响着退水的

数量和时空分布， 进而使河道水文情势发生改变， 或引发生态和环境问题［４０⁃４１］。 智利、 墨西哥等国的水权

交易机制未对退水作出规定， 流域内总取水量超出了上游总来水量， 加上水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 结果进入

下游河道的退水减少， 进而出现水资源短缺问题［４２］。 而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地区可交易的水权限定为 “消耗

性水权” （其水量定义为作物蒸散发水量以及被植物进一步利用的下渗损失量）， 从而退水也需按照法律规

定保证排放， 因退水而产生的水资源量问题相对而言小很多［４３］。 退水多少是实施水权交易制度决策者的关

注点， 然而对于退水的合理阈值及退水的变化等有何生态环境效应尚缺乏定量的研究。
总体而言， 水权交易导致水量的变化密切关系着水质、 水生态的变化， 当前对水权交易的水量影响已有

不少研究， 但在较大空间尺度上的水权交易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研究不足。 研究内容上对地表水的影响研究

较多， 对地下水的影响研究不够深入， 多数对地下水的影响研究仅仅关注宏观水位变动， 对地下水特征分

布、 动态过程等研究尚需加强； 对退水影响的程度缺乏定量分析， 相关机理有待进一步阐明。
２ ３　 水权交易对水生态的影响研究

对生态的影响是水权交易影响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 是市场化的水权交易中最复杂的研究内容之一［４４］。
如何处理好水权交易带来的第三方影响， 实施何种类型的水权交易能够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均衡， 厘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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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环保团体等水权受让方和以农户为代表的水权出让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是决策者关心的议题。 研究者

对假定的政策或制度实施后生态保护目标的状况进行评估， 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决策支持。 研究不同类型水权

交易的影响， 以期建立合适的水权交易制度。 从权属变动的方式来看， 水权有多种交易类型， 如水权转让、
水权转换、 水权租赁等［１３］， 不同方式的权属变动发生在不同的交易主体之间， 约束着不同的交易期限和许

可水量， 因而会有不同的生态影响结果。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 已有学者注意到水权交易考虑生态流量的重

要性［４５⁃４６］。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开始， 研究者更加关注水权交易实施后水生动物的保护以及生态需水的保

障， 水权交易对生态影响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 研究内容包括政策性的定性分析和少数定量模型、 线性规划

研究， 探讨水权交易制度对生态需水目标的影响， 以及基于径流的变化评价水权交易对河湖湿地需水和水生

态系统的综合影响。
（１） 水权交易对生态需水影响研究　 在市场经济社会， 政府和社会团体可能是水市场的重要参与方，

通过购买水权从而影响着生态需水状况。 Ｐｅｒｃｙ［４７］ 认为由于享有生态环境水权的社会团体无法获得取水许

可，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可交易水权制度没有实现维护河流生态流量的预期目标。 Ｔｉｓｄｅｌｌ［４８］建立线性规划模型

分别模拟 ３ 种政策（降低初始水权分配、 收回可交易水权的比例、 政府进入水市场为生态需水购买水权）对
生态需水的影响， 结果表明降低初始水权分配的方式比其他两种方式的成本更小。 为协调流域内两类水生态

系统生态目标同时满足的矛盾， Ｐｅｃｋ 等［４９］提出通过短期水租赁方式进行水权交易， 从而既满足了上游洪泛

湿地的需水条件， 也实现了下游河道水生生物的需水要求。 为揭示可交易水权制度对天然生态需水过程的影

响， Ｌｏｃｈ 等［５０］建立水资源分配模型进行模拟分析， 结果表明只有同时考虑水资源初始分配和可交易水权的

模式才可以恢复河流的天然径流过程。 Ｗｅｂｅｒ 和 Ｃｕｔｌａｃ［５１］对加拿大南萨斯喀彻温河流域水资源分配效果的研

究表明， 相较于改革初始水权分配制度， 改进水权交易制度会产生更好的生态效益。
水权交易背景下河道原有生态需水如何变化， 如何调控需水条件恢复受损的水生态系统引起了不少研究

者的关注。 早在 ２００１ 年， Ｔｉｓｄｅｌｌ［１５］为研究减少水权分配对生态的影响， 建立了线性规划模型对灌区水权交

易进行模拟， 模拟结果显示， 水权交易扩大了取水量和天然径流之间的差值， 这意味着水权交易产生了不利

的生态影响。 Ｅｒｆａｎｉ 等［５２］为研究生态需水目标保护及其经济效益， 建立水文经济模型分析不同的径流控制目

标所产生的影响， 结果表明按照天然径流的份额动态控制的最小径流比现行的固定最小径流有更好的保护河

道径流的效果， Ｈｕｎｇ 等［５３］基于河流自上而下单向流动的特点， 建立考虑最小生态径流的位置水权交易线性

模型， 减小了径流和退水变化带来的负外部性影响。
（２） 水权交易对生态系统综合影响研究　 水权交易不仅改变了水权出让区和受让区生物生存的需水过

程， 使生境发生变化， 河道下游非水权交易区生态水文也会受到影响， 一些水生生物的空间分布格局会发生

改变， 有些学者力图揭示水权交易影响的生态学或生态水文学过程和结果。 研究发现水权交易对水生态或灌

区陆生生态状况产生影响， 然而影响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例如 Ｌａｄｓｏｎ 和 Ｆｉｎｌａｙｓｏｎ［２４］讨论了澳大利亚水权

交易没有达到预期生态目标的原因， 认为水权交易导致部分外来物种入侵本地水域， 而没有考虑水温因素的

水权交易对鱼类产卵造成了不利影响。 张会敏和黄富贵［３８］ 定性分析了宁夏引黄灌区水权转换， 认为水权转

换对灌区湖沼生态系统的植物产生不利影响， 将导致下游河道及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退化。 交易水权所在区

域环境特征和特定的交易规模也可能对生态产生积极影响， 如宁夏、 内蒙古地区实施水权转换后， 区域地下

水水位下降， 但是对地下水的影响幅度在 ０ ５ ｍ 以内， 因此， 对地表植物的生长几乎没有影响； 相反， 地下

水位的降低减轻了土壤盐渍化， 部分因盐碱化而弃耕的土地恢复了耕种［１１］， 渠道两侧积水的减少则改善了

渠道两侧的生态环境［９⁃１０］， 澳大利亚国家水务委员会［６］研究了水权交易对澳大利亚墨累河流域主要湿地的生

态影响， 结果发现水权交易使部分河道流量增加， 但是因为增量很小， 水权交易对这些湿地影响甚微， 在干

旱年所增加的水量反而有利于生态系统健康。
总体而言， 水权交易对生态影响的评价， 目前尚无统一和较为成熟的方法。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有学者指

出没有有效方法衡量和削减水权交易对生态的不利影响［５４］。 进入 ２１ 世纪评价方法依然不够理想，
Ｋｗａｓｎｉａｋ［５５］认为由于政府缺乏对生态价值的正确评估和私人团体的广泛参与， 导致河流生态环境效益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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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在水权交易市场和制度建设较为完善的澳大利亚， 也存在着难以对生态环境影响作出适当评估的问

题［５６］。 而且， 水权交易对水生态影响的定性研究无法准确反映对生态过程、 格局的影响， 定量研究方法较

少且侧重于对河道内生态的研究， 对河道外生态影响的研究不足。 因此， 应当加强定量化模型研究， 更全面

地反应生态系统及其组分的变化， 加大对灌区农田生态系统及与河湖湿地生态系统密切相关的陆生动植物等

河道外生态的研究。 此外， 不同产业间水权交易的生态影响， 有待研究者进一步阐明其影响规律。
２ ４　 水权交易对水环境的影响研究

水权交易后水环境的优劣关系着其他用水户的利益， 而水中营养物、 盐分和污染物的变化又会影响着下

游的河流、 湖泊和湿地。 事实上， 在美国西部地区， 改善水质即是开展可交易生态环境水权实践的重要目标

之一［２２］。 当前对水环境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主要研究内容为地下水盐分和地表水水质的变化， 以宏观的

定性讨论为主。
（１） 水权交易对水盐平衡的影响研究　 灌区水权交易影响地下水位和地下径流过程， 从而使土壤盐分

含量发生变化， 灌区水盐平衡受到影响。 因研究区的自然地理特征、 水权交易方式而异， 其影响的利弊并无

统一意见。 在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流域， 水权交易实施后部分灌区土壤盐度上升， Ｋｈａｎ 等［５７］利用水盐平衡综

合模型 ＳＷＡＧＭＡＮ 研究了灌区水权交易与土壤盐分的响应关系， 认为永久性水权转换会造成浅水位地下水

灌区的最低冲盐需水量得不到满足， 从而恶化土壤质量。 在降水更少的黄河流域宁蒙地区试点的水权转换，
则降低了该地区过高的地下水位， 而地下水位下降则有助于减轻土壤盐渍化［５８］。

（２） 水权交易对水质的影响研究　 水权交易改变了水资源量的时空分配和退水条件， 进而使水质发生

变化， 研究显示对水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即可能是积极影响也有可能是消极影响。 这种影响的两面性， 可

以在各个用水阶段如初始水权取用阶段、 水权转换阶段、 退水阶段产生［５９］， 也与水权交易的水源以及使用

目的有关［４０］， 还可能与水权交易的类型有关， 如不同产业类型间的交易、 上下游不同水权转移方向的交易。
不同类型的水权交易对水质影响不同。 交易方产业类型的不同会影响水质变异的方向。 对于同一产业内

如灌区农户之间水权交易的研究结果表明， 水权交易有改善地区水质的效果， 例如在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流

域， Ｈｅａｎｅｙ 和 Ｂｅａｒｅ［４１］认为水权交易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率， 减少了水权受让方的排水量， 从而减少了进入

河道的污水。 针对灌区过度灌溉导致含盐水位过高、 排水过多的问题，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等［６０］ 建立非线性规划模型

模拟灌区农户间的水市场交易， 模拟结果实现了降低地下水位和排水量的预期目标， 并且降低了硒等元素的

入河浓度。 对于跨产业类型的水权交易， 其影响结果可能不同， 例如在中国水权从农业转让到工业， 何宏谋

等［５８］研究认为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益增加， 区域的排污量也必将增加， 会对区域水质的改善产生压力， 特别

是高耗水高污染工业（如煤化工行业）， 水污染风险增加。 交易的水量在上下游转移方向的不同也会影响到

水质变化趋势， 一般认为下游向上游转移水权会对水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实际交易情况以从上游向下游转移

水权居多， 对水环境的影响利大于弊［２３］。
总之， 相较于对水量和水生态的研究， 目前水权交易对水环境影响的研究关注不足， 且多停留在以政策

分析为主的定性研究阶段， 需加强定量研究， 研究内容多为宏观性水质探讨， 对具体污染物影响的研究不

足， 缺乏水质变化机理的研究。 现有的研究结果反映出水权交易对水环境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有积

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这与水权交易地区特征、 交易主体、 交易方式等因素不同有关， 其影响的机理和程度

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３　 结论及展望

纵观水权交易对水资源、 生态、 环境影响的研究， 可以看出当前研究集中于两点： 一是政策性的定性分

析， 二是定量模型研究， 以对前者的研究占多数， 对后者的研究少而不成熟。 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对象侧

重于河道内或受河道水体补给影响的湖泊湿地； 对河道外的研究仅限于灌区水盐平衡领域， 而对农田等陆生

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不多。 由于生态需水条件确定的不够合理以及水权体系固有的制度缺点， 一些国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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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水权的生态效益并不明显。 水权交易的影响结果， 无论是对水生态的影响还是对水质的影响， 可能

会产生积极影响， 也有可能是消极影响， 和水权交易的类型、 特点以及自然环境特征有关。 未来需要在以下

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１） 研究方法上， 加强水权交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定量研究。 相对于法律界、 经济学界对水权交易的

大量研究， 目前水文水资源、 生态、 环境方面的专家学者对水权交易与生态环境定量化的分析研究不多。 结

合生态环境监测成果， 利用统计分析、 ＲＳ、 ＧＩＳ 及模型模拟等手段定量分析水权交易机制对水资源、 水生

态、 水环境的影响； 探讨不同时空尺度尤其是流域尺度下生态环境对水权交易的响应关系； 揭示水权交易中

市场要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机理， 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定量评价影响程度， 确定生态环境约束下可交易水量

的合理阈值等， 都是该方面的研究重点。
（２） 研究内容上， 加强水权交易对水质、 地下水、 退水和陆生生态环境影响的综合研究， 探讨不同水

权交易类型的生态环境影响。 当前水权交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还处在发展期， 研究内容分布上并不均

衡， 水生态研究最多， 水量研究次之， 水质研究最少； 对地表水研究较多， 对地下水的研究仅限于地下水水

位、 水盐平衡的变化； 对退水的影响缺乏定量分析、 影响机理不明； 对与水体密切相关的陆地生态环境的变

化研究不足。 在中国， 随着水权交易的推进， 未来将推进跨省区、 跨流域水权交易， 研究水权交易对出让

区、 受让区的生态环境效应。 流域上下游之间交易、 跨产业类型间交易、 产业类型间内部交易、 临时交易和

长期交易等不同交易类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特点， 以及水权的出让方和受让方对环境的影响特点等深层次机

理有待研究。
（３） 考虑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水权交易对环境的影响具有诸多不确定性， 如气候变化［６１⁃６２］、 水文情

势的改变、 监测资料的准确性和交易模型的不确定性使得可交易的水权生态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这些不确定

性因素影响水权交易系统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准确性， 应当增强对这些不确定性的认识， 识别敏感因素，
分析不确定条件下水权交易的影响程度， 为水权交易的实施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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